
四川文物 2009年第 4期

六十年来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

宋治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摘要：蜀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文献记载中关于蜀的历史有较浓的传说色彩。随着考古发
现的增多，大量的出土资料揭开了古蜀的神秘面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本文回
顾了六十年来四川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以及对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
关键词：蜀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6962（2009）04- 0023- 05

一

蜀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关于古代蜀的历

史以前我们所知甚少。仅有一些依据传说经后人
整理的资料，这些材料少而零星，并且带有浓厚

的神话色彩，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蜀的历史带来

很多困难，李白的诗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更加重了古代蜀的神秘感。而中国古代的历史是
包括了蜀的历史在内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就不得

不研究蜀的历史。老一辈学者利用这些有限的资
料，对蜀史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
是 1949年之后，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蜀史的研究作了新的尝试，这些都是十分可贵

的。
关于蜀的地域，曾有不同的意见，1959 年
在彭县（今彭州市） 曾发现一处周代的青铜器窖

藏，其中 2件觯的铭文分别为“覃父癸”和“牧
正父己”，徐中舒先生研究 2件觯为殷器，铭文
属殷的二个家族，认为是蜀王参加武王伐纣的战

利品或周王颁赐之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
役的最直接有利的物证”［1］。此殷器出土在成都
附近，说明当时的蜀应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上，这

和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1931 年 （一说 1929 年），在广汉的太平场

（今南兴镇） 的燕家院子旁，偶然出土一坑玉石

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4 年华西大学博物

馆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郭沫若给参加发掘者林名
钧先生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广汉发掘的工艺
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与华北、中原
地区的出土器物极相似。这就证明，西蜀 （四
川） 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2］。
古代蜀的历史已露出一丝曙光。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考

古工作，有了很多重大发现，更为可贵的是这些

发现已揭示出蜀文化发展演变的序列，并且蜀文

化的渊源也已日渐清晰。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古
代蜀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使得古蜀历史的

研究跳出了传说的体系，展现出了全新的局面。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从物质文化的角

度审视古蜀文明。1963年广汉月亮湾遗址的发
掘使得三星堆遗址初步揭开了面纱，当时尚未认

识到月亮湾遗址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正式的、科
学地发掘。这里虽无惊人的发现，但却也有重要
意义：第一，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分为

两期；第二，发现相当数量的残石璧和石璧的半

成品、制造石璧留下的石芯；第三，发现了残铜
片、炼渣、坩锅残片以及孔雀石。这些是对
1934年发掘的突破也说明月亮湾遗址不是一般
的遗址，后来发掘三星堆遗址的材料证明月亮湾

遗址乃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并位于三星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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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中部。经研究月亮湾一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址
一期，月亮湾二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四期［3］。

1980 年的发掘拉开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序
幕，经过近 30 年的陆续发掘，收获颇为丰硕。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分为四期，在这

里发现了房屋建筑遗址，高大宽厚的城墙遗迹、
城墙外的护城壕沟，尤其是 1986年发掘的两座
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批玉器、青铜器、金器以
及象牙等，让世人震惊。认识到这里应是古蜀王
国的都邑，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构成长

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
原则，已有学者将遗址第二、第三期文化命名为
三星堆文化［4］，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

1985 年 ~1987 年对成都市十二桥遗址进行
了发掘，在这里发现大型木构建筑，小型干栏式

建筑。从出土器物看其陶器有三星堆文化的因
素，同时出土了一批新的器物，即尖底陶器及圜

底陶器。将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
为十二桥文化，其年代晚于三星堆文化。

1953年发现、1956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
土台遗址，是一座高大的人工修筑的三层台级的

土台，这是我国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少见的大
型夯土台建筑。普遍认为是属于我国古代用于盟
会和祭祀的礼仪性建筑。

2001 年发现并发掘的成都市金沙遗址是继
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遗址，也是蜀文化考

古的重大发现。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已
查明遗址面积在 5平方公里以上，现在仍在继续
发掘之中，经过历年的勘探和发掘，遗址可分

为：大型建筑遗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
住区和墓地，出土了大批玉器、青铜器、金器、
石器、陶器和象牙［5］。根据对出土器物的研究，
金沙遗址晚于三星堆遗址，属于十二桥文化，出

土的金器制作精美，其太阳神鸟图案被定为中国

文化遗产标志。青铜器缺乏大型重器，玉器中的
璋出现大量小型者，显现出另一种风格，石雕人

像、虎制作精细。与三星堆文化相比有同有异，
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三星堆文化的后继者。
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包括新繁水

观音遗址、成都新一村遗址、成都岷江小区遗
址、彭州市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三星堆遗址四
期、成都金沙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以及远

到雅安的沙溪遗址。
属于战国时期下限到西汉早期的考古发现，

以墓葬材料为主，遗址较少。主要有成都市商业
街的船棺独木棺合葬墓、新都木椁墓、成都羊子
山 172号墓、成都百花潭中学 10号墓、绵竹清
道船棺墓等大中型墓葬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型墓，

出土器物中以具有蜀文化特色的器物为主，青铜

器除了大中型墓随葬部分中原文化系统和楚文化

的礼器外，主要为蜀文化的生活用器。以容器、
兵器、工具为主要组合，另有服饰器。陶器也多
为蜀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器并有自己的组合。商业
街船棺独木棺墓出土一大批漆器，颇有地方特点

而不同于秦国、楚国的漆器，属于蜀国制造的漆
器。
以上的考古发现，上起三星堆文化、中经十
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及西汉早期，构建了蜀文化

发展的三个大的阶段。这许多遗迹遗物都是古代
蜀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史料，使得古代蜀历史的

研究，不再是仅凭一些传说材料，不再是笼罩在

神话体系之中，而是有一大批实实在在的实物史

料。其时代从商代开始，中经西周春秋，一直到
战国延及西汉早期，虽然其中有些地方还显得较

为薄弱，但整个框架是成立的。这个框架的构建
是考古学界几辈人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蜀文化研

究的重大成果。从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看，是以
夹砂褐陶、夹砂灰陶为主要陶系，器形演变有
序，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三

蜀文化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由于考古发现

的不平衡，有些部门发现较多的实物，有些相对

较少些，但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需要协调、配合
才能促使整体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发现不多。
从出土的石器看，成都平原上发现的石斧、石锛
之类一般形体较小，制作精细，似乎并不适合用

作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 （如砍伐） 的工

具。冯汉骥先生早就指出：“不过在考古中很少发
现当时的农具，想其主要为木制所致”［6］。童恩
正先生也指出：“茂密的森林向人们提供了大量
加工方便、易于携带、取材容易、使用效率高的
制造工具的原料———坚木硬竹”［7］。成都平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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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使用这类坚竹硬木制

作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很方便的。成都金沙遗址出
土的木耜为直接证据［8］，在中原地区的庙底沟

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殷商时期的灰坑壁上都

有木耒齿痕的发现［9］，可以作为旁证。在成都
平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种打制的盘

状器，数量众多，如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出土 51
件［10］。对于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器微痕研究和
模拟试验，认为这种石质的盘状砍砸器的用途为

以加工竹木料为主［11］，是这种木制农业生产工

具存在的间接证据。至于雅安沙溪遗址出土众多
的打制石器中，有有肩石锄、有肩石斧应为农具
或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应无疑问，这和沙溪遗

址所处的自然条件有关。李明斌先生指出：“那
么有肩石器在沙溪遗址和青衣江流域的大量发现，

说明当时的农耕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同时，

这也和遗址地处盆地边缘的丘陵、河谷地带，掘
土不易，适宜发展山地经济是一致的”［12］。对成
都一些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相当商周时期的气

候、植被等都是适合农业生产的［13］。从以上各
方面看当时应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活动。另一
些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证明存在家畜饲养［14］。
手工业生产。从三星堆遗址 1号、2号祭祀
坑，金沙遗址“梅苑”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玉器、
青铜器、金器等。这些器物中的金器、青铜器中
以神树、人像、面具为代表的一组，玉器中的一
部分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证明为本地制作，

反映了古蜀文化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据调查三
星堆、金沙遗址金器的原料可能就在四川盆地西
北和盆地周缘地区，这些地方“有品位很好的金
矿分布”［15］。对三星堆遗址 1号、2号祭祀坑出
土的部分玉石器鉴定的结果，“可以设想石料的
来源可能是在成都附近龙门山脉南段，即茂

县———汶川———灌县一带”［16］。对金沙遗址出土
玉器鉴定的结果，“成都平原西北部山区应是透
闪石器（也包括板岩器） 的溯源地。该区汶川县
龙溪（曾产出透闪石玉） 当列其首选”［17］。成都
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理工大学“在四川汶川龙
溪马灯乡采集到现代玉矿标本。肉眼观察，其色
泽肌理、质感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玉器非常
接近（特别是部分青玉与白玉材料最为相似）”。
“可以初步确定金沙遗址部分玉料可能与汶川龙溪

乡一带的玉矿有关，部分玉料可能出于该地［18］”。
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些器物都是在成都平原本地

制作，原料也主要来自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对三
星堆 1号、2号祭祀坑部分青铜器的鉴定：“从
金相组织观察中看出：这些铜合金的浇铸件大多

数都存在着气孔和铸造缺陷。这与同一时期中原
地区出土的青铜铸件比较，反映出巴蜀地区在青

铜器冶炼和浇铸技术上的落后和不成熟”。关于
锌“在这批铜器的成分分析中，我们特别注意了
这一问题，结论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
样品的分析结果中，未发现锌的踪痕。这表明：
在殷商后期，蜀人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

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

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
的产地是不相同的”［19］。冯汉骥先生对彭州市
（原彭县） 出土青铜器研究认为：“这五件列罍，
形状和花纹虽大体上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

皿，但骤视之则颇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所以可

以视为蜀土本地所铸。其样式和花纹虽取诸于当
时的中原铜器，但组合意趣不同，故而显出地方

色彩”［20］。可见从青铜的冶炼到青铜器的铸造都
有自身的特色，蜀人已具有较为成熟的青铜铸造

手工业。此外陶器的生产也很发达，技术相当成
熟，且有自身特点的器物和纹饰。成都市商业街
船棺墓出土的大批漆器从器物形制到纹饰都很有

特点，如果说成都羊子山 172号墓出土漆器具有
楚文化漆器的特点，青川、荥经秦人墓出漆器为
秦文化漆器的特点，则商业街漆器风格不属楚文

化，也不属秦文化，乃是蜀文化的漆器［21］。以
上这些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各类器物，都为在蜀地

生产，古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部门，在

经济领域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手工业内部亦有
明确的分工，具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工匠。虽然其
间某些方面曾受到中原地区（包括秦）、楚地的
影响，但毕竟是蜀地生产发展的结果。
交换活动。这方面的材料发现不多，三星堆

祭祀坑出土的海贝，经鉴定有环纹贝、虎斑纹
贝、货贝［22］，这些海贝应为交换所得，交换的
方式目前尚不清楚，但产品的交换活动应是存在

的。战国时期出土的钱币总的看，在秦举巴蜀以
后。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本
治赤里街，（张） 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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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
与咸阳同制”。看来在举巴蜀以后，在蜀地着力
推广秦的制度，这时蜀地出土的“半两”钱，可
能逐步作为货币使用。

四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金
器、青铜器和象牙。这些器物中大体可分两部
分，一部分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玉器中的一种

像璋又像戈的器物、射部呈“V”形的牙璋，青
铜器中的神树、人像、面具等以及金器；另一部
分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器物，如玉器中的戈、射
呈凹弧形的牙璋和璧、环类器物，青铜器中的
尊、瓿（原称罍）、盘等。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
金器、青铜器有同样情况。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
器物主要为祭祀用器，表明古代蜀人有自己的信

仰。从出土的青铜人像看，不同的头饰代表着不
同的民族（部族） 来参加蜀人的祭祀活动，说明

当时在各氏族之上有一个以蜀族为主体的政治实

体—方国。从出土的青铜面具看，许多学者认为
是巫术的用器，各类奇形怪状的面具，不必从神

异方面猜测，既为古蜀人祭祀、原始宗教的面
具，做成各种超出人们想像的形状，是必然的，

这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并不奇怪，这种情况在中原

商周文化青铜器上也存在，如各种兽面纹，只不

过它们的功能不同，正如郑光先生所说：“但中
原青铜文化仍以政治性意义（标志等级地位和权

力，符合国家典制的祭祀和丧葬所用） 为主，神

秘主义仅居其次，巫术意更淡”。“三星堆的青
铜人像、头像、人面、面具、神树等属后者，其
巫术味极浓（如高 2.6米的带华冠的立人像，完
全是一个巫师的形象），二者性质与意义是不能

等同的”［23］。三星堆两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像这一
组青铜器，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及其它

有地方特点的器物所折射出的是古蜀人的宗教信

仰、社会意识。蒙文通先生指出，“古时中原人
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这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

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仙教之
说不妨是独立的，别自为系”［24］。我们今日看待
这些具有蜀文化特色的这一群器物，自然不能以

“怪异”、“奇诡”对之，而应以历史的、多元文
化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反映的是古代蜀人的信

仰、宗教、社会意识等诸方面的信息。属于中原
文化系统的这部分器物，从器物种类看，蜀人在

吸收、接受它们的时候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
扬弃什么也代表了他们的思想，彭县竹瓦街青铜

器窖藏的列罍制度，也反映了蜀文化的特色，可

能是蜀人“礼制”的某些体现。只是古代蜀人的
这些社会意识，我们今日不甚了解，不妨留待后

世在积累更多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探索、研究逐步
解决。
战国时期蜀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组

合以生活用器（容器）、兵器、工具为常见，体
现了古代蜀人历史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大约是
从神权到君权的演变。
蜀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的
青铜器尊、瓿、罍等，玉器中的戈、璋和璧环类
等是这种影响的物证。在商周时期蜀文化有选择
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系统的一些礼器，证明至迟在

商代蜀地和中原地区已有较多的联系，竹瓦街殷

代二觯的出土证明“《牧誓》之具有信史价值应
是无可置疑的”［25］。当时的交往通道除了长江、汉
水之外，还应有翻越秦岭经陕西南部地区到成都平

原，陕南城洋地区的宝山文化是其中介之一［26］。
战国时期蜀文化接受了中原文化 （包括秦文

化）、楚文化的一些青铜器、陶器、漆器等。这
一时期蜀地和上述地区接触、交往颇多，文献
资料有明确的论述，这和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五

蜀文化是成都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从三星

堆文化时期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再到战国时期是

一脉相承，有发展、有变化，这些在考古资料
中很明显的，和《蜀王本纪》 所说不同。20 世
纪 90年代宝墩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证明蜀文化
源自宝墩文化，特别是宝墩文化鱼凫村三期文

化的发现对研究蜀文化渊源更为重要，有学者

已提出鱼凫村文化这一命名［27］。蜀文化源于宝
墩文化得到了考古材料的支持。

六

以上扼要叙述了 1949 年来，在蜀文化考古
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考古发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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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使古代蜀的历史不再茫然，不再处于神话、
传说的包裹之中。虽然尚无文字和文字记载的
发现，但这大量的古代蜀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摆

在人们面前，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一手史料。
它们不但反映出古代蜀人的生产、生活，也折
射出蜀人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信
仰。这些就是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古代蜀的历
史画卷，这些使我们看到了早在商代或更早，

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应是整个华夏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的见证。
从宝墩文化经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到
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继承、发展的脉络基
本清晰，阶段性也十分明显。一些器物消失了，
一些新的器物出现了，这些正是古蜀历史发展

的明证，也说明蜀文化发生、成长于成都平原
上，并且很早就和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商、
周文化有交往、有联系。从另一方面说，传说
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等人物或时代，
不管实际上有无其具体的人或其时代，以上的

考古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时期在成都平原上确实

有先民们生活，并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历

史。这对研究传说材料倒是有所帮助，正如苏
秉琦先生所说：“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
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

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
传说史料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

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28］。这一论断在尚无文字
和文字记载发现的蜀文化中，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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